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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西部协作如何助推共同富裕从愿景到现实的跨越？研究认为实现
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区域均衡发展，这离不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结对帮
扶。研究从跨域治理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以东西部协作中的“结对子”
现象为切口，呈现东西部结对关系网络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总体特性与内在逻
辑。东西部结对关系的初始状态是非均衡的跨域主体结构关系，在历史实践过
程中呈现出由“点轴式”向“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不断重塑区域间资源交换
的时空结构并强化经济社会交互性，最终使结构形态和财富分布趋向均衡。在
本质上，东西部网络化结对关系由中央权威建构而成，反映国家治权结构的延
伸，有利于将政治动员转化为社会动员，将资源匹配转化为资源创造。其中，
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的演进、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的转化以及绩效激励与
绩效约束的驱动共同作用于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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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东西部协作的长期实践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①。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组织东部
地区支援西部地区２０年来，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逐步扭转，这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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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东西部协作政策由对口支援、经济技术协作、东西部扶贫协作等政策演变而来，
因此本文统称东西部协作。



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必须长
期坚持下去（习近平，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４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东西部协
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再次强调，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
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务院，２０２１）。

什么样的中国制度优势使东西部协作取得成功？西方国家虽然也有区域间
协作现象，但实际上实行自由市场为主导、政府发挥有限消极作用的经济运行
机制，依靠资本家慈善精神帮助弱者，这未能带来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也
未能有效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亚当·斯密，１９８３）。而中国制度是用高度集中的
政治嵌入与行政吸纳推进人、财、物等资源再分配（祝彦，２０２０），以解决区
域、城乡、群体及行业等方面的贫富分化难题，即集中力量办大事。东西部协
作内在包含协作治理中动态平衡的政治秩序，又有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调
配合，还有合作治理中协商平等的自愿参与（颜佳华、吕炜，２０１５）。对此，学
者们认为东西部协作之所以可能，从府际关系视角来看，是由于中央权威嵌入、
多元互惠驱动与道德文化熏陶的共同作用（邢华，２０１４；李瑞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方珂、蒋卓余，２０１８）；从制度功能视角来看，是由于其制度设计内在蕴含行政
激励和约束、分摊风险和成本、汇集资源和力量等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韩
广富、周耕，２０１４；陆汉文，２０１９；周光辉、王宏伟，２０２０）。

如何发挥制度优势才能使东西部协作政策助推共同富裕从愿景变为现实？
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涉及静态的主体关系与制度功能的问题，也涉及动态结构
与过程演化的问题，是一种“现在－未来”的渐进式发展状态（吕小亮、李正
图，２０２１）。本文以东西部结对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结对关系变迁为研究维度，
在历史制度演进分析与田野实践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东西部协作过程中结对关
系变迁的规律，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东西部协作及其结对关系变迁的内在机制。
这对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促进共同富
裕具有启示意义。

二、跨域治理过程中的东西部协作

经由跨域治理策略展开的东西部协作实践，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路
径。跨域治理即跨越行政区划的联合行动（Ａｇｒａｎｏｆｆ ＆ Ｍｃｇｕｉｒｅ，２００４），建立在
协同治理、区域治理的理念之上，并吸纳区域治理、地方治理的理论精华，探
究跨地理空间、跨行政区划，甚至是跨层级部门的治理。国外研究从实证方面
提出“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力、制度设计、协作过程”四个变量，构建出跨域
治理的ＳＦＩＣ理论模型（Ａｎｓｅｌｌ ＆ Ｇａｓｈ，２００８），国内学者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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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将该模型修正为“初始条件－政策牵引－催化领导－协作过
程－监督问责”（姜晓晖，２０２０），可见以协作过程为核心的条件、制度、主体
相互作用是跨域治理的内在机制，但恰是协作过程演化分析还不够清晰，不能
观照动态治理效果。本文依据跨域治理理论并嵌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结构和
历史要素（何俊志，２００２），以东西部结对关系变迁为核心，尝试深度解读跨域
治理逻辑下主体结构关系不断演进过程中的东西部协作实践。为此，初步建构
了一个理想的整体性解释框架，以明确跨域治理过程中的东西部协作目标、动
力与抓手（见图１），再进一步阐释动态因果机制如何影响东西部协作实践过程。

图１　 关于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性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价值目标：由区域均衡到共同富裕

从中央对区域资源再分配的视角来看，只有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近期目标，
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但共同富裕既不能“杀富济贫”，也不是平均主
义，要兼顾扶贫与发展，是区域间渐进均衡发展的结果。在目标方向上，邓小
平在１９９２年南方重要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邓小平，２００４）。在战略步骤上，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
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
这个大局。”（邓小平，１９９３：２７７ － ２７８）

通过东部与西部的跨域协作，有利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邓小平反
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
１９９３）。在改革开放政策扶持下，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地发展富裕起来。同时，由
于地理区位、政策资源的差异，以及市场自由化形成的贫富因果循环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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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西部地区的贫困人数和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左停、李世雄，
２０２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西部１０省份的人均ＧＤＰ为５ ６万
元，只相当于东部８省份１０ ６万元的一半左右。此外，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东部大城市的地价、房价等财产性要素进一步影响区域间财富分配差距与
社会阶层分割（刘建江、罗双成，２０１８）。实证研究发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
区的对口支援政策经过２０多年实践，对区域均衡发展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仍然
有待进一步完善（赵晖、谭书先，２０２０）。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西部协
作政策如何更好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二）动力来源：政治动员与资源匹配

行政与市场是行政空间区域内资源配置的两种重要方式，也是跨域空间治
理的动力来源。一方面是在政治与行政同构体制下利用强制性权威进行政治动
员（周雪光，２０１２）。高效的“命令－服从”执行模式，化解管理边界僵化、
资源分布碎片化、信息沟通不畅与组织效率低下等跨部门或跨域协作治理困境，
将分散的社会资源组织动员起来实现抗震救灾、贫困治理等总体性目标。另一
方面是以市场自主性规律为基础的资源匹配。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与市
场一体化的需求，倒逼公共服务流程再造与制度供给的时空协同。

因此，政治动员与资源匹配是东西部协作取得成功的两大初始变量。政治
动员强调治理主体关系中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能动性，尤其是政府官员及其行动
集合，随着动员力量逐渐突破体制范畴，政治动员变为社会动员；而资源匹配
强调治理机制运行中以物为中心的经济社会规律作用，逐步实现资源创造与再
生产循环。首先，从改革开放实践来看，政治动员方式由总体性支配演变为自
主权释放过程中的技术性动员，通过双轨制、分税制、项目制、科层制等治理
技术，形成权力与市场、资本与劳动、支配与治理交互连带、限制和转化的关
系（渠敬东等，２００９），使中央权威动员地方社会的能力日益增强。其次，从经
济社会运行规律来看，资源匹配在东西部协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央资
源匹配方面，作为传统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充工具，东西部协作政策不仅改
变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还节约了财政资源使用的成本，进一步实现了社会
贫困治理与跨域市场统一的两大目标（王磊，２０２１）。在地方资源匹配方面，东
部城市优化发展与创税企业的环保、用地、用工等生产经营矛盾突出，需要引
导企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以优化产业结构，而西部实现脱贫致富的民生目标也需
要与发达地区建立利益关联系统。在市场资源匹配方面，西部具有丰富的自然
条件、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而东部具有资金、技术、管理等比较优势，
有利于资源优势互补，当然，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还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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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抓手：结对关系

东西部协作即东西部结对治理，突出跨域治理主体关系与治理方向性。“结
对子”是将源于传统乡土中国文化生活的“结对交友”经验，运用于公共管理
的情感治理技术（徐明强，２０２１）。如东西部结对、村企结对、定点扶贫结对、
驻村联户结对、党支部结对等。“结对子”形成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混合的社
会网络关系，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既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
起，又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罗伯特·Ｄ 帕
特南，２００１），有利于促进结对双方物质、信息和情感交流。因此，东西部结对
治理与东西部结对关系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东西部结对的初始状态是非均衡的跨域主体结构关系。结对双方分别是发
达的东部地区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地区综合实力不均衡，结对目的在于建立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关系，实现区域均衡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费孝
通先生调研了沿海和中西部各省基本情况后，认为“全国一盘棋”呈现出东强
西弱、沿海勃兴、中部萎顿、边区瘦弱的态势（费孝通，２０１０ａ），进而提出
“开发边区、拉拢东西两头”的东西结对思想（费孝通，２０１０ｂ）。结对关系一
旦建立，则作为一种结构关系嵌入传统区域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中，主要是东部
承载了针对西部的资金支持、项目援建、劳务协作、人才支援等治理内容，在
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发展能力、发展环境等领域实现系统化全方位横向带动
（韩文龙、祝顺莲，２０２０），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同
富裕”的生动实践。

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是纵向权威干预横向治理的重要抓手（邢华、邢普
耀，２０２１）。对中央而言，建立东西部结对关系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明确帮扶主体
方向、减少沟通协调成本，使结对双方明确责任分工，促进资源供需匹配（李
庆滑，２０１０）。因此，政治权威是结对关系形成的主导因素，自上而下的政治动
员既促成东西部政府间结对帮扶关系的形成，又为东部对西部进行实质性帮扶
提供保障（周晓丽、马晓东，２０１２）。同时，经济实力、历史文化等因素也纳入
结对主体配对的考量范畴，如２０１６年辽宁大连与贵州六盘水结对则是延续两地
人民的三线建设友谊联系。总体而言，东西部空间距离远、市场交易成本高，
使跨域市场缺乏合作自主性；受到行政区域间横向竞争的路径依赖，跨域政府
协作动力不足，尤其是东部政府需要提供非辖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更易造成
跨域协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一方面，中央在东西部结对方向和帮扶力度
上要起到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中央需要对东西部
结对关系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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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历程

东西部结对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中央引导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通过结
对帮扶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从共同富裕的内涵、过程、目标、战略等要求来
看，不仅涉及资源公平分配，也涉及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实现区域均衡
发展，也要实现城乡、群体、行业之间的均衡发展；不仅是发展的问题，也是
改革与稳定的问题（周文、肖玉飞，２０２１）。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关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践历程中的制度建设、贫困治理、乡村发展等重要议题，以
及东西部协作政策在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的历史价值，本文将东西部协作的历
程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扶贫开发时期、乡村振兴时期三个阶段，进而将东
西部协作关系细分为结对支援关系、结对扶贫关系和结对发展关系。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东西部结对支援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

结对支援关系由社会互助关系演化而来。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关于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完成，肩负起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并开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恢复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生产力水平
低下，处于普遍贫困状态，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社会资源按计划分配，商
品价格受到管控，户籍管理限制城乡流动，总体上实行内陆、农业、农村支持
沿海、工业、城市的战略。尤其是以人民公社为福利依托的农村地区，在应对
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灾害时，脆弱性突出；但政府财力有限、国家工业化建
设负担沉重，难以对贫困人口展开大规模的社会救助。由此形成社会互惠互助
与道义支援的现象，并逐步形成定向有序的支援关系，包括城乡互助关系、厂
社互助关系、灾区与非灾区结对支援关系。１９７８年湖北省抗旱救灾过程中武汉
对口支援灾区的经验在全国宣传推广，标志着“结对”支援逐渐被纳入中央倡
导性政策议题（钟开斌，２０１１）。

对口支援关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领域初步形成。１９７９年，中央统战部部长
乌兰夫在中央边防工作会议中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
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号召发达省市对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薄弱的边境和少
数民族地区进行援助，援助内容包括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
面，并建立一一对应的支援与受援关系，即对口支援关系，主要包括：北京—
内蒙古，河北—贵州，江苏—广西、新疆，山东—青海，天津—甘肃，上海—云
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

对口支援关系的建立既有利于帮助西部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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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东部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同步推进的对口支援，
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
确定开展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项目有１１７８项，其中已完成项目占１ ／ ３，
推进了重点企业改造与管理，提高了技术和质量水平，促进了智力和资源开发。
对于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发达省、市经济的发展，对
口支援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重要途径①。

然而，东西部结对支援关系的不足之处在于社会民生帮扶逐步弱化。根据
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方自主发展规律，跨区域间经济技术交流行为较为积极，而
跨区域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帮扶积极性不高。因此，１９９１年，国家民委印发
《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纪要》，针对经济技术协作
与对口支援工作交叉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弱化对口支援的问题，建议区分经济协
作与对口支援，并强调发达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治意义（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２００５）。

（二）扶贫开发时期的东西部结对扶贫关系（１９８６—２０２０年）

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在扶贫开发过程中逐步确立。改革开放通过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改制、户籍制度改革和开设沿海经济特区等政策，调动
农民劳动生产与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也逐步奠定先富带后富的物质基础。１９８６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有计划、
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行动开始，并逐步推出“八七”扶贫计划和两个“十年
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以经济发展促进贫困问题解决的扶贫开发道路，并引导发
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帮扶。１９９４年，“八七”计划要求北京、天津、上海
等大城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都要
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１９９６年，“九五”计划要求加强
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支援，继续巩固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口扶持。１９９６年
７月６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
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的通知》，标志着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正
式建立。１９９６年９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东部经济较发
达省市要把扶贫协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切实抓出成
效，同时西部贫困地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搞好对口协作（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９）。因此，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其对促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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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国务院批转《关于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
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３〕７号）。



西部优势互补、缩小差距，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意义与政治目标。
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将原来的“经济技术与对口支援”作出“扶贫协作”

与“对口支援”之分，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确定为扶贫协作关系，而各地
对西藏自治区、三峡库区维持原有的对口支援关系。同时，对原有的东西部结
对关系进行了调整。东部９省４ （单列）市与西部１０省的结对扶贫关系，具体
包括：北京—内蒙古，天津—甘肃，上海—云南，广东—广西，江苏—陕西，浙
江—四川，山东—新疆，辽宁—青海，福建—宁夏，深圳、青岛、大连、宁波—
贵州。在东西部结对关系调整的同时，中央也对结对关系运行管理作出相应的
调整（见图２）。一方面是纵向决策主体的整合。将原来由国家经委、计委和民
政部门主管的经济技术交流协作、由教育和民政部门主管的教育结对支援、由
卫生和民政部门主管的卫生结对支援，转变为由国务院扶贫办统一主管，并将
各项帮扶内容统一到扶贫开发工作上来。另一方面是横向执行主体的整合。将
原来经济、教育和卫生对口支援事项中支援省市与受援省市各不相同的结对关
系，调整为支援省市与受援省市一一对应的结对关系，并开展以经济、教育、
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扶贫协作。

图２　 １９９６年东西部结对关系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东西部扶贫协作关系在脱贫攻坚阶段不断强化。２０１５年，中央出台《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奠定全国脱贫攻坚的制度基础。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做出“适当调整结对关系”的要
求。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对结对关系做出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加大结对主
体关系覆盖面。东部９省１３市结对帮扶中西部１５省２２市，结对关系覆盖３０个
民族自治州，加强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重点贫困市州的帮扶力量（见表
１）。二是推进结对主体关系下沉。在原来省市结对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县县结对，
即东部组织辖区内经济强县与对口帮扶省份贫困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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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同时积极探索县域内学校、医院、企业、街道、乡镇与贫困地区学校、医
院和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三是引入结对考核机制。２０１７年，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对结对双方政府政策
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同时，西部地方政府内部也制定相应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
办法，形成层层结对考核、东西结对竞赛的局面（黄晓春、周黎安，２０１９）①。

表１　 ２０１６年东西部结对关系
序号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序号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１ 北京 内蒙古、河北张家口和保定 １２ 福建厦门甘肃临夏
２ 天津 甘肃、河北承德 １３ 山东 重庆
３ 辽宁大连贵州六盘水 １４ 山东济南湖南湘西
４ 上海 云南、贵州遵义 １５ 山东青岛贵州安顺、甘肃陇南
５ 江苏 陕西、青海西宁和海东 １６ 广东 广西、四川甘孜
６ 江苏苏州贵州铜仁 １７ 广东广州贵州黔南和毕节
７ 浙江 四川 １８ 广东珠海云南怒江
８ 浙江杭州湖北恩施、贵州黔东南 １９ 广东佛山四川凉山
９ 浙江宁波吉林延边、贵州黔西南 ２０ 广东东莞云南昭通
１０ 福建 宁夏 ２１ 广东中山云南昭通
１１ 福建福州甘肃定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官网信息梳理。

图３　 ２０１６年东西部结对关系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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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执行东西部协作政策的东部各省市之间是竞争关系，
西部各省市之间也是竞争关系，进一步强化结对主体合谋以增强各自的政绩竞争力。



东西部结对扶贫关系实现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大力帮扶。１９９６—
２０１５年，东部共向中西部１０省提供扶贫协作财政资金１３２ ７亿元，动员社会力
量捐助款物２７ ６亿元，引导企业实际投资１ ５万亿元，实施了一大批帮扶项目
和民生工程（林晖、彭源，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东部３４３个经济较发达县
与中西部５７３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东部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
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１００５亿多元，互派干部和技术人员１３ １万人次，
超过２ ２万家东部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１ １万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２１）。尤其是２０１６年中央对政策和结对关系做出调整之
后，东部帮扶西部的力度显著提高。如广东对西部各省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的财政援
助资金为２６ ７２８５亿元，仅２０１８年一年的财政援助资金投入就超过了过去２０
年的总额，达到２９ ２２亿元①。同时，东西部结对主体在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如在山东与重庆的学校结对关系中，“双方
师生答疑解惑、集体备课等交流活动在脱贫攻坚之后得以延续”②。

（三）乡村振兴时期的东西部结对发展关系（２０２１年以后）

２０２１年以后，东西部协作关系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促进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新阶段。脱贫攻坚解决了农村、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但中国乡村发展
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全面
实施。为防止返贫风险发生，西部地区在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结束后，设立了五年
过渡期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２０２１年４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指示：“东西部协作工作要适应形势任
务变化，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
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
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习近平，２０２１）。”

乡村振兴时期，东西部结对关系由“插花”结对关系转为顺序结对关系
（见图４）。“插花”结对关系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西部存在着“插花式”散布
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而东部城市经济实力大小的分布状况也不甚均匀；另
一方面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下，为便于供需资源的汲取
与再分配，中央将经济因素作为建立结对关系的重要考量，要求广州、杭州等
经济实力排名靠前的城市承担更多结对帮扶任务。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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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广东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干部访谈记录：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山东威海赴重庆云阳的挂职教师访谈记录：２０２１１２２９。



“插花”结对关系，使结对政府间的层级、数量不一定对等，结对规则不易协
同，结对考核难以评价。如２０１６年广东省及其广州、佛山、中山、东莞和珠海
５市分别与西南地区的４省６市建立结对关系，而贵州省的六盘水、遵义、铜
仁、黔东南、黔西南、安顺、黔南和毕节８市分别与东部沿海的６省８市建立结
对关系。其中，广东面临既要考核省又要考核市的现象，而贵州面临来自各省
市帮扶力度大小不一、政策不一的现象。２０２１年，东西部结对关系重新调整为
省与省结对，结对双方在省级结对基础上再进行市县结对。东西部省级结对关
系包括：北京—内蒙古，天津—甘肃，上海—云南，江苏—陕西、青海，浙
江—四川，福建—宁夏，山东—重庆、甘肃的临夏、定西和陇南，广东—广西、
贵州。在新一轮结对关系中，除广东、江苏、山东为“一帮二”以及甘肃为
“二帮一”关系外，其余各省均为“一帮一”关系，中部地区脱贫攻坚后不再
参与东西部协作，东西部县级结对关系基数保持国定８３２个脱贫县（原贫困县）
不变，并将结对帮扶重心向其中的１６０个脱贫基础较差的乡村振兴重点县倾
斜①。同时，根据重新修订的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中央只考核省级政府，
各省再自行制定市县考核办法。

图４　 ２０２１年东西部结对关系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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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为扶持贫困地区，先行设立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其程序和数
量由地方申报后再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乡村振兴局）进行资格认定。



四、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趋势与特征

（一）总体趋势：由“点轴式”到“网络化”

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呈现出由点到网的发展趋势。由普遍贫弱背景下针
对重点困难领域的群众自愿性结对，逐步演变为发达地区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
地区的经济、教育和卫生等轴线领域的舆论倡导性结对，最后变成覆盖东部与
西部经济社会全网络的政策强制性结对。结对关系网络化趋势具体体现在结对
主体、结对内容和结对原则三个方面。

一是结对主体不断扩大。在市级层面，２０２１年市级政府参与结对数量是
１９９６年的３０倍左右，在１９９６年涉及１９个省和４个单列的地级市，而２０２１年
变为１８个省和１１９个地级市。在县级层面，脱贫攻坚时期，东西部共有９１６个
县级政府参与结对，占全国县级政府总数（２８６２个）的３２％，结对县又推进县
域内的部门、乡镇、学校、医院、村、企业等基层社会主体建立东西部结对关
系（谢治菊、彭智邦，２０２１）。二是结对内容日益深化。在资源交换属性方面，
由早期的财政、人事等行政资源交换，逐步扩展为技术、价值、能力等市场与
社会资源交换，以区域间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社会帮扶等形式呈
现。在资源受益模式方面，由西部单向获利转向东西部双向共赢，越来越多东
部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愿参与东西部协作。三是结对原则更加规范。在事权（事
责）与财权一致性方面，地方具有更多资源（拥有）控制权，如财税汲取与再
分配、公共部门人员选派、资源使用再决策等。在激励与约束方面，结对政府
基于绩效目标的相关性和责任风险的连带性而加强协作。在资源支配与信息控
制方面，结对双方能清晰掌握和表达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合作需求，化解了传统
纵向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供需资源精准配置。

（二）本质特征：国家治权结构的延伸

在本质上，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网络化是国家治权结构延伸的条件和结
果。中央权威主导结构关系的网络化建构，又在“无缝隙政府”和“网格化管
理”基础上，不断重塑区域间资源交换的时空结构并强化其经济社会的交互性，
进而通过东西部结对治理实现整体性国家治理（竺乾威，２０１２）。东西部结对网
络关系既包含府际关系，也包含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与市场关系；既包含横
向关系，也包含纵向关系（甚至斜向关系）；既包括利益关系，也包括权力关
系、财政关系和行政关系（谢庆奎，２０００）。这种反映国家治权结构延伸的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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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系，不同于西方理想型的网络化府际关系（边晓慧、张成福，２０１６），并
没有超越权力收放、管辖时空与公私分别的议题边界。

首先，在府际关系中，东西部协作中的国家治权结构延伸围绕纵向权力收
放，以Ｍ形科层组织结构为基础，嵌入综合协调机构、机制以调节横向联系。
一方面，Ｍ形科层组织结构有利于将“授权性竞争”转变为“授权性合作”
（文宏、崔铁，２０１５）。中央授予各省部分自主发展决策权，形成发展型政府驱
动下的竞争性经济增长局面，以迅速累积国家财富。同时，由于各省被嵌入国
家战略框架之中，中央则通过调控财政、人事、行政等权威资源，授予各省自
主合作权，进而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边界，将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
化解长期被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的教育、医疗、环保、扶贫等社会治理难题。
另一方面，国家治权结构延伸离不开综合协调组织机构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
分别建立专门负责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指挥部或工作组，实行同级行政首长负责
制，抽调各部门干部组成临时编队，在行政过程中利用或强化原有机构的职能，
实现社会资源的组织化凝聚与再分配，而非松散的自由联盟；并通过高层互
访①、协同办公等机制加强协作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

其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东西部协作中的国家治权结构延伸是基层控
制与社会认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促进政治动员转变为社会动员。从国家的视角
看，不仅要依靠行政命令动员公职人员执行政策，还要调动社会自愿参与的积
极性。因此，中央需要不断建构网络化结构关系并渗透国家意志，既要依托基
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结构和政社互动机制，又要在行政层级和行政边界上打破一
般网格化管理的空间约束，形成跨域政社互动，如广泛的政治宣传、协同的制
度供给、精准的需求回应。从社会的视角看，社会则根据自身需求、互惠契约
和政策机会，增强自身能力建设和合作意愿，又在持续的参与效能激励过程中
累积参与认知和参与能力，对属地政府和跨域合作对象的信任不断强化（李慧
凤、孙莎莎，２０２２）。

最后，在行政与市场关系中，东西部协作中的国家治权结构延伸形成了正
式与非正式制度机制与行动实践的相互作用，使资源匹配变为资源创造。行政
资源的关键作用在于发挥传导机制，撬动市场资源。根据结构二重性特征，人
类（政府）的实践活动促进东西部网络化结对关系形成，而这种结构属性具有
规则和资源自组织再生产的功能（安东尼·吉登斯，２０１２），不断重塑区域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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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宁夏两省坚持省级领导定期互访机制。２０１６年，中央出台的东西部扶贫政策将此项经验
做法纳入省级结对关系考核指标。



源交换的时空结构与财富分布状态。一方面，跨域网络化结对系统交互的诸制
度，受自均衡因果循环机制或行动者反思性自我调控支配，逐步形成正式制度
与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使制度非均衡逐步走向制度均衡，以适应超越共时性
和共场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诉求。原来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不断打破旧制度建立
新制度，加强区域间项目审批、税收、融资等政策衔接，使东西部资本、劳动
力、产品等要素流动更加高效。另一方面，跨域网络化结对系统中的行动者决
策，受系统再生产激励机制或行动者预期支配，逐步形成物质资源再分配惯性，
使区域间经济发展非均衡逐步走向经济发展均衡。东西部网络化结对关系的自
我强化和价值增值，促使由行政制度主导的资源匹配逐步让位于由信任、规范
和网络等社会资本推动形成的资源创造（罗伯特·Ｄ 帕特南，２００１），东西部
协作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合作。

五、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逻辑

根据跨域治理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本文认为背景条件、关键制度，
以及间断或连续的时序要素，尤其是任务模式变化，是影响东西部协作中结对
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效率－公平”兼顾：宏观背景条件的演进

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是公共管理中的两大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陈庆云
等，２００５），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西部结对关系不断变化的背景条件。在价值
层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
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成员普遍意义上的公平；而公平
的政策环境又促进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机制层面，市场机制重在实现效
率，政策机制重在实现公平。然而，过度使用市场机制可能扩大区域贫富差距
和府际竞争张力，过度使用政策机制也有可能约束治理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前的公平分配只是形式上的低水平的均衡，中央所倡导的东西
部结对支援关系缺乏稳定性。而改革开放通过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为实现社
会公平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出现了区域贫富差距拉大、背离社会公平的现象。
由于大城市“虹吸”效应、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曾一度加剧东部对西
部优势资源的掠夺，而帮扶则名存实亡。党的十六大以来，政府职能发挥更加
注重社会公共服务与公平正义，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等政策话语，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底线公平的追求，要努力为社
会的每一成员提供满足个人基本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条件，这要求东西部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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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实现区域间公平的规则、程序、环境和实质性结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运动－常规”相济：中观任务模式的转化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组织状态（周雪光，
２０１２），在暂时性或长期性任务模式推动下，也使东西部结对关系具有相应的
“间断－均衡”变化特点。运动式治理的特点在于，当科层常规治理面临环境突
变而失灵的情况时，用大张旗鼓的政治动员过程取代常规组织过程，以集中资
源和注意力，达到政策执行纠偏效果。而要长期治理更复杂的社会痼疾，又不
得不将运动式治理要素编织进常规组织运行框架之中，以动员更多社会资源，
即运动式治理常态化。因此，暂时性重点任务是东西部结对关系变化的间断点，
而长期性重点任务驱动使东西部结对关系与结对治理走向均衡状态。
１９９６年正式出台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伴随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政策

执行偏差越来越大，部分东西部结对关系出现中断，亦不再适应党的十八大以
来关于精准扶贫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运动式治理环境。２０１６年是“打断”旧有
治理模式路径依赖的重要节点，“当时中央关于扶贫工作的‘四梁八柱’已经搭
建起来，又正值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实施２０周年，党中央借此机会总结旧政策
执行情况、提出新政策的部署意见”①。接着，国务院扶贫办于当年１０月１６日
（全国第三个扶贫日）召开脱贫攻坚先进表彰会、政治学习会和学术研讨会，以
形成社会大扶贫氛围，造势之后顺势启动东部经济较发达县与西部地区贫困县
的“携手奔小康”行动，将东西部结对关系正式下沉到县。脱贫攻坚结束后，
乡村振兴任务更艰巨、目标更宏远，需要依赖更高效的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相
应地，东西部市县结对关系总体数量没有大幅变动，依然延续绩效目标考核机
制来驱动任务执行，但将“插花”结对关系转变为顺序结对关系，逐步恢复层
级对称、差序管理的常规组织运行秩序。

（三）“激励－约束”并重：微观关键制度的驱动

绩效激励和绩效约束是中央对权力、资源和信息要素的调控，对处于竞争
环境中的集体行动产生影响，是跨域治理的关键制度（杨志云、毛寿龙，
２０１７），驱动东西部结对关系和结对治理的变迁。经济社会组织业绩与行政组织
政绩都离不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周黎安，２０２１），甚至所有
的制度都围绕激励与约束属性来设计。资源优势互补、制度协同供给和互信互
惠的社会网络资本，有利于建立良性的政商（社）关系以及市场主体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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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市场与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跨域合作。而在体制内部，激励与约束并重有利
于强化东西部结对关系。通过“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考核评价－官员排位晋升”
的路径，不仅将晋升“锦标赛”作为前排官员的激励手段，也将政治“淘汰
赛”作为后排官员的约束手段倒逼履职尽责，如末位淘汰、一票否决、约谈问
责等。
２０１６年以来的东西部协作政策，一方面，基于东西部地方官员在结对治理

目标利益上的差异，中央出台相应的干部选派管理和考核评价办法，将结对帮
扶任务完成情况与结对政府的官员晋升与问责挂钩，有力调动了东西部结对竞
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根据县级政府对县域供需资源配置的信息优势、各类
财政资金整合与再分配的场域优势，中央决定把省市结对关系下沉到县，“结对
关系下沉到县，考核措施下沉到县则将责权利关系进一步理顺，把责任压
实了”①。

六、结论和讨论

关于东西部结对关系变迁的研究，是观察共同富裕从愿景变为现实的切口，
由此揭示出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多年实践过程中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
机制。一方面是通过东西部结对关系的网络化建构，实现国家治权结构的延伸；
另一方面是在治权结构载体之上，根据宏观背景条件、中观任务模式和微观关
键制度的变化，辩证实施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绩
效激励与绩效约束策略，以强化结构网络和治理手段。

从结构观来看，东西部结对关系的网络化有利于实现区域间渐进均衡发展。
西部结对关系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成的一一对应的帮扶关系，原本东部
各省处于较高水平均衡状态、西部各省处于较低水平均衡状态，通过非均衡跨
域结对关系的网络化建构，重塑区域间资源交换的时空结构并强化经济社会的
交互性。同时，强化国家治权结构延伸与跨域治理机制影响，最终使结对网络
形态和生产力水平趋于均衡，使各种经济社会力量调整到彼此相适应的位置，
逐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从历史观来看，东西部协作及其结对关系的变迁是中央权威对地方政府进
行间歇性、嵌入性干预的结果（见图５）。东西部网络化结对关系，有利于促进
区域间均衡性发展；但是，由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性
发展，既是东西部结对治理的物质基础，也日益成为其潜在阻力。因此，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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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靠更高权威力量的制衡，并不断发挥治理效率与治理公平、运动式治理与
常规化治理、绩效激励与绩效约束的机制共演作用。

图５　 东西部协作实践及其结对关系变迁的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认为，东西部协作与共同富裕的议题还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讨
论。一是从跨域治理的理论来看，东西部网络化结对关系的建构，有利于实现
国内各区域之间均衡发展；而各省内部各区域、城乡之间也在探索建立类似的
结对关系，以实现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由此可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二是
从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政治、经济、历史因素促进了东西部结
对关系的形成，经济社会的交互性也会不断强化东西部结对关系演进，但当前
实践主要是中央权威主导结对关系并依靠行政资源实现结对治理，政府是否退
出、如何退出以及结对网络关系自组织效能的问题值得探讨。三是从共同富裕
前沿议题来看，当前的乡村振兴任务不仅是西部的难题，而且是东西部农村发
展共同面临的难题，结对区域政府间的帮扶动力将日益下降，区域内部的治理
模式不尽相同。如浙江通过先富地区试点示范来激发后富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广东各地则竞相开展乡村振兴“擂台赛”，这与脱贫攻坚时期结对合作局面形成
鲜明对比，抑或将对乡村振兴阶段东西部结对关系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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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Ｈ．，Ｐｅｎｇ，Ｙ． （２０１６）．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 Ｗｅｌｌｏｆ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９２８５４． ｈｔｍ．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建江、罗双成（２０１８）． 区域房价差异、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 财经科学，７：９６ － １０８．
Ｌｉｕ，Ｊ． Ｊ．，＆ Ｌｕｏ，Ｓ． Ｃ．（２０１８）．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９６ － １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陆汉文（２０１９）． 东西部扶贫协作与中国道路．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１：６２ － ６８．
Ｌｕ，Ｈ． Ｗ．（２０１９）．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１：６２ － 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罗伯特·Ｄ． 帕特南（２００１）．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Ｐｕｔｎａｍ，Ｒ． Ｄ．（２００１）．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ｏｒｋ． （Ｗａｎｇ． Ｌ．，＆ Ｌａｉ，Ｈ． 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吕小亮、李正图（２０２１）． 中国共产党推进全民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研究． 消费经济，４：１３ － １９．
Ｌｙｕ，Ｘ． Ｌ．，＆ Ｌｉ，Ｚ． Ｔ．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ＰＣ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１３ － 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
科学，６：１０４ － １２７ ＋ ２０７．
Ｑｕ，Ｊ． Ｄ．，Ｚｈｏｕ，Ｆ． Ｚ．，＆ Ｙｉｎｇ，Ｘ．（２００９）．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６：１０４ － １２７ ＋ ２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磊（２０２１）． 对口支援政策促进受援地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对口支援西藏的准自然实验． 经济经
纬，４：３ － １２．
Ｗａｎｇ，Ｌ． （２０２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４：３ － 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文宏、崔铁（２０１５）．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公共行政
评论，８：１１３ － １３３ ＋ １８７ － １８８．
Ｗｅｎ，Ｈ．，＆ Ｃｕｉ，Ｔ． （２０１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１１３ － １３３ ＋ １８７ －
１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习近平（２０１６）．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央广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
ｔ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５２２７５０１５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访问．
Ｘｉ，Ｊ． Ｐ． （２０１６）．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ｏｎ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Ｎ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 ｔ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５２２７５０１５６ ｓｈｔｍｌ．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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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点到网：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



习近平（２０２１）． 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政府
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９８３６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访问．
Ｘｉ，Ｊ． Ｐ． （２０２１）．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ｓ，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９８３６８ ｈｔｍ．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庆奎（２０００）． 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２６ － ３４．
Ｘｉｅ，Ｑ． Ｋ． （２０００）．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２６ － 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治菊、彭智邦（２０２１）． 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的维度、逻辑与启示———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文本分析． 中国公
共政策评论，３：３７ － ５６．
Ｘｉｅ，Ｚ． Ｊ．，＆ Ｐｅｎｇ，Ｚ． Ｂ．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７ － 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邢华（２０１４）．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政治学研究，５：３７ － ５０．
Ｘｉｎｇ，Ｈ．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３７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邢华、邢普耀（２０２１）． 强扭的瓜不一定不甜：纵向干预在横向政府间合作过程中的作用．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４：８４ － ９４．
Ｘｉｎｇ，Ｈ．，＆ Ｘｉｎｇ，Ｐ． Ｙ． （２０２１）．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８４ － 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明强（２０２１）．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 探索，５：１３７ － １５０．
Ｘｕ，Ｍ． Ｑ． （２０２１）． “Ｐａｉｒｉｎｇｕｐ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５：１３７ － １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亚当·斯密（１９８３）．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Ｓｍｉｔｈ，Ａ． （１９８３）．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ｕｏ，Ｄ． Ｌ．，＆ Ｗａｎｇ，Ｙ． Ｎ．
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颜佳华，吕炜（２０１５）．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１４ － １８．
Ｙａｎ，Ｊ． Ｈ．，＆ Ｌｙｕ，Ｗ． （２０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１４ － 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志云、毛寿龙（２０１７）． 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与区域政府间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个案追踪． 国家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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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肖玉飞（２０２１）． 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基本经济制度视角．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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